新证券法投保制度系列谈之行政和解

证券行政和解制度日渐完善

投保基金公司法律部业务经理罗丹
根据公开信息，近5年来，证监会依据《行政和解试点实施办法》（证监会令第114号，以下简称《办法》）共处理了2起行政和解案例，分别是“2019年4月证监会与高盛亚洲和高华证券等达成行政和解”和“2020年1月证监会与司度（上海）贸易等达成行政和解”。上述案例的处理为证券行政和解制度的落地和完善积累了经验。然而，近5年间仅有2起案例被公开披露适用该制度，导致学界有观点认为，证券行政和解制度的规定过于严格，制度的积极作用未有效发挥。正是基于对理论和实务界有关观点和经验的吸收和总结，今年3月实施的新《证券法》，对证券行政和解制度进行了完善。
新《证券法》已将证券行政和解的适用条件大幅放宽。一方面，行政和解申请期间有所调整。按照新《证券法》规定，只要案件处于调查期间，当事人即可申请和解，这与《办法》所规定的正式立案之日起满3个月的限制相较，有所放宽。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分析，案件调查终结移送审理后，如果审理部门认为案件事实不清或法律适用存在问题退回调查部门补充调查的，也应属于可以申请和解的调查期间。不过，审理期间是否适用和解，仍有待配套规则进一步予以明确。另一方面，受案范围有所扩大。根据新《证券法》规定，证券行政和解不再要求“案件事实或者法律关系尚难完全明确”。因此，理论上事实清楚、法律适用明确的案件也可以申请适用证券行政和解程序。不过，证券期货违法领域的惯犯累犯、对社会影响恶劣的案件，以及涉嫌刑事犯罪的案件等，是否将被限制纳入证券行政和解的范围，仍有待明确。综合来看，证券行政和解制度将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彰显其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意义和价值。
相较于传统的行政处罚等刚性执法方式，以证券行政和解为代表的柔性执法方式，体现了从单方处罚到多方利益聚合执法方式的转变。各方在法律的框架下，相互协商、形成合意，共同维护证券市场的秩序，保障公共利益的实现。各方在博弈过程中，均实现了各自的目标：证券执法机关避免了执法资源大量损耗且无法及时给予投资者损害救济的窘境；行政相对人避免了因案件事实或法律关系在一段时间内难以完全明确而遭受的大量负面影响；投资者也有望在行政和解程序配套先行赔付的模式下获得更及时、有效的赔偿。以及，从整体上看，行政执法效率得以提高、市场秩序得以尽快恢复。
行政和解制度赋予了监管机关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去处理复杂的证券案件的同时，也加大了公众对于监管机关滥用公权力的担忧。笔者认为，公共利益是监管部门运用证券行政和解制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公共利益的内涵是变动的。在法律上，完全清晰地通过事无巨细的规定去避免公权力滥用的风险是一项不具有可行性的任务。每一项违法行为和每一个违法者均有其特殊性，证券行政和解制度的法律规定本身需具有一定的灵活性，监管部门才能因案制宜。当然，在运用证券行政和解制度的过程中，监管部门需确保其执法的统一性与可预期性，不断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建设，并完善相关监督制度，确保相关部门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执法，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公众对滥用公权力的担心，并且达到威慑效果。同时，如何更好地做好案件的信息公开与宣传解读，在保障投资者利益的同时，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更是值得深入思考研究的问题。当然，就普通投资者而言，也要正确认识到基于无限监管资源的证券投资者保护模式是不切实际的，投资时需提高相关风险意识。

